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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抗逆力理论在风险应对领域的应用： 

演变、价值及挑战* 

安叶青  七十三  曾小叶  金童林  曹呈旭 

(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内蒙古高校心理教育重点研究基地, 呼和浩特 010022) 

摘  要  家庭抗逆力理论是近年来风险应对研究领域中被引最高的理论之一。该理论的提出源自 McCubbin

等人对军人家庭应对战争危机的观察与思考, 得益于早期学者对家庭压力和家庭系统理论的探究。经数次修

订后, 该理论经历了由静态特征到动态变化的发展过程, 形成了一个具有较广泛内涵与外延的理论体系。其早

期应用集中于创伤修复、家庭压力应对等主题, 之后涉及复原力等更丰富的研究议题, 已成为临床干预工作的

实践导引和 COVID-19 大流行以来国家和社会、家庭和个体层面“危机事件—适应能力”关系的重要解释机制。

其应用面临来自元理论研究、方法学及跨文化与社会变迁观点的挑战。未来研究应明晰概念与整合模型、使

用混合方法与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强化家庭抗逆力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与构建中国特色家庭抗逆力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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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地震、洪涝灾害、COVID-19 大流行

等重大风险事件频发, 给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了

极大威胁, 家庭抗逆力成为抵御风险的重要保护

因素(Ho et al., 2022)。家庭抗逆力理论也成为风险

应对研究领域中被引最高的理论之一(Mao et al., 

2021), 常用于复原力、家庭压力应对等研究主题

中, 为个体及家庭有效应对逆境提供了理论解释

机制。 

家庭抗逆力理论自 1983 年提出以后, McCubbin

及其合作者对该理论进行多次修订(McCubbin & 

Patterson, 1983; McCubbin & McCubbin, 1989, 

1993; McCubbin & McCubbin, 2013), 形成了一个

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理论体系。但仍有两个重

要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实证研究最常用的是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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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中的“双 ABCX 模型”和“FAAR 模型”, 以

至于不少研究者将这两个模型等同于家庭抗逆力

理论, 在应用时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 二是该理

论是在解释西方军人家庭对战争危机的应对时提

出, 来自西方家庭治疗的范畴, 而家庭在中西方

文化传统中差异巨大, 这一文化背景脉络为许多

风险应对研究者所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研究者对该理论的深刻理解以及应用该理论去解

释我国家庭风险应对时该有的审慎态度, 甚至出

现削足适履的问题。 

为此, 我们拟对家庭抗逆力理论观点的大致

形成与发展脉络及在风险应对研究中的应用进行

回溯, 并尝试梳理中西方“家庭”历史, 深入探讨

家庭抗逆力理论的价值和局限, 进一步分析现阶

段家庭抗逆力理论在实际研究方面的挑战和展望, 

以期为未来家庭抗逆力理论在风险应对领域的应

用发展抛砖引玉。 

2  家庭抗逆力理论的提出与演变 

2.1  理论产生背景 

家庭抗逆力理论的产生得益于早期学者对家

庭压力理论和家庭系统理论的研究。Koos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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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低收入家庭的困境问题, 提出了第一个家

庭压力理论, 即“过山车模型”。该模型认为家庭应

对危机的过程包括“危机→解体→恢复→重组”四

个阶段。Hill (1958)基于这一模型重点研究了二战

退伍军人对战争创伤的应对, 提出了第二个家庭

压力理论, 即“ABCX 模型”, 该模型认为压力事

件的发生会打破家庭原有平衡, 给家庭带来危机, 

危机严重程度的关键是家庭对压力事件的评估。

这两个模型清晰地描述了压力影响下家庭功能障

碍的产生过程, 为家庭抗逆力理论的建立奠定了

基础, 但未能很好地解释家庭成员的相互作用。

Bowen (1978)重点关注了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作用

并提出了家庭系统理论, 为家庭抗逆力理论诞生

带来契机, 但未能揭示家庭何以应对危机。 

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 McCubbin 与其同事研

究美国军人家庭对战争危机的应对时, 观察到许

多家庭从危机走向成功适应的现象。受这一现象

启发, McCubbin 和 Patterson (1983)在家庭压力理

论和家庭系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家庭抗逆力理论, 

即“双 ABCX 模型” (Double ABCX Model, 图 1), 

旨在为理解家庭层面“危机事件—适应能力”关系

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机制。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家

庭对新旧压力和资源的认知影响了其危机适应 , 

而家庭对压力事件的认知不仅包括对压力事件的

评估, 还涉及对家庭需求、资源和能力等的评估。

评估之后, 家庭会调动资源应对压力, 成功应对

压力后的家庭, 其家庭凝聚力、亲密度、抗逆力

会得到增强。 

该模型将家庭抗逆力视为家庭在经历逆境后

茁壮成长的特征或能力, 阐述了家庭应对危机的

动态进程, 将压力累积和资源再生纳入分析框架, 

重点关注家庭的力量和资源。这些独到的视角产

生了变革性影响, 促使研究由静态的家庭压力向

动态的家庭抗逆力转变, 家庭抗逆力理论由此成

为风险应对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正向增能理论。

但该模型仍未能揭示导致家庭危机产生的因素 , 

忽略了家庭类型、问题解决与应对等与家庭适应

相关的因素以及种族和文化等的作用。 

2.2  McCubbin 及其合作者对家庭抗逆力理论的

发展 

McCubbin 及其团队于 1983、1989、1993、

2013 年先后对家庭抗逆力理论进行了四轮重要修

订, 促进了家庭抗逆力理论的发展。 

2.2.1  第一轮修订(1983 年) 
本轮修订中, McCubbin 和 Patterson (1983)在

“双 ABCX 模型”基础上突出了家庭危机前调整和

危机后适应过程, 提出了“家庭调整与适应反应模

型” (Family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Response 
 

 
 

图 1  双 ABCX 模型(资料来源：McCubbin & Patterson,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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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FAAR)。该模型的核心观点是压力事件会

促使家庭产生需求并体验到压力, 最初, 家庭倾

向于抵制并拒绝面对危机, 之后家庭会调整应对

策略, 以适应性的方式应对压力, 当家庭“需求−

能力”匹配不平衡且调整努力不足时 , 便会出现

危机。该模型从家庭调整和适应角度, 详细描述

了家庭应对危机与平衡需求和资源的过程, 被视

为“双 ABCX 模型”的自然延伸, 为探索家庭如何

应对风险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该模型忽略

了家庭类型作为家庭生命周期中既定功能模式的

重要性及家庭问题解决和应对能力在家庭适应过

程中的重要性。 

2.2.2  第二轮修订(1989 年) 
本轮修订中, McCubbin 和 McCubbin (1989)

特别强调了家庭类型的重要性, 以弥补第一轮修

订的不足。他们将家庭类型(T 因素)、脆弱性因素

(V 因素)纳入 FAAR 模型, 提出了“家庭调整和适

应的类型学模型” (T-Double ABCX 模型)。该模型

的核心观点是家庭应对危机的结果取决于压力

源、脆弱性因素、家庭类型、对压力源的评估和

问题解决与应对能力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该模

型将家庭抗逆力视为家庭在对压力做出积极反应

时所遵循的路径, 强调了家庭功能障碍的缓冲因

素和促进家庭从危机中恢复的因素, 扩展了早期

模型中家庭调整和适应的路径, 对探讨不同类型

家庭在整个家庭生命周期中风险应对的研究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但该模型忽略了家庭共同信仰、

家庭评估过程与问题解决间的关系、社区和工作

环境等对家庭抗逆力的重要作用, 对家庭适应过

程关注不够。 

2.2.3  第三轮修订(1993 年) 
本轮修订中, McCubbin 和 McCubbin 加入了

之前模型未考虑到的家庭适应相关因素对家庭抗

逆力的影响 , 提出了“家庭调整与适应的抗逆力

模型” (Resiliency Model of Family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该模型的核心观点是压力源会扰乱

家庭功能, 使家庭系统变得脆弱, 但家庭会通过

既定功能模式、对压力源的评估及问题解决和应

对之间的相互作用等一系列过程, 整合家庭资源

发挥抵御作用。该模型仍将家庭抗逆力视为压力

应对时的一种过程, 但强调家庭功能模式、家庭

评估过程与问题解决之间的关系是家庭抗逆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更为精细地探讨了家庭抗逆力的

产生过程, 强调不同类型的家庭会导致不同的抗

逆力表达过程与结果, 是“T-Double ABCX 模型”

和“FAAR 模型”的重要延伸。但上述工作主要建

立在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体系之上, 忽略了种族和

文化背景对家庭抗逆力的重要影响, 缺乏针对特

殊文化背景下家庭体系的抗逆力研究, 使得家庭抗

逆力理论在应用于不同种族家庭系统时存在局限。 

2.2.4  第四轮修订(2013 年) 
本轮修订中, McCubbin 和 McCubbin (2013)

重点关注了种族与文化的意义, 以揭示少数族裔

家庭作为嵌入社会和生态环境中的一个系统的重

要性。基于此, 他们以美国少数族裔家庭为研究

对象, 提出了种族家庭系统的关系和抗逆力理论

(Relational and Resilience Theory of Ethnic Family 

Systems, R & RTEFS)。该模型包含三个核心要素：

家庭图式(家庭的信念和价值观); 家庭功能模式

(与祖先、社区、社会和世界的相互关系); 家庭关

系幸福感(自我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所有这

些都与危机调整和适应过程相互作用, 且家庭系

统的边界可渗透, 对生态系统各个层面的变化都

有响应关系。该模型针对少数族裔家庭进行了家

庭抗逆力的研究和理论构建, 注重探讨家庭抗逆

力产生过程, 且强调本土文化在解释家庭系统可

变性及其抗逆力方面的价值, 很好地弥补了先前

理论在应用于少数族裔家庭时的局限。 

纵观文献, 家庭抗逆力理论在过去 30 年间逐

步由从静态的特征研究向过程研究转变。四轮修

订整合家庭优势视角、家庭压力理论、本土文化

等内容, 逐渐丰富了家庭抗逆力理论模型, 建立

了一个具有较广泛内涵与外延的理论体系, 可较

为全面地解释家庭风险应对现象, 对于不同类型

家庭的抗逆力干预工作有借鉴意义。但仍存在两

方面不足：一是专注于家庭系统的个体层次, 缺

乏与其他层次关系的检验; 二是对家庭抗逆力的

动态变化关注不够。 

2.3  其他学者对于家庭抗逆力理论的发展 

针对先前理论模型的不足, 先后有四组学者

在家庭系统和家庭抗逆力概念的拓展方面做了有

影响力的工作, 拓展了家庭抗逆力理论。 

2.3.1  家庭系统概念的拓展 

在家庭系统的概念拓展方面, Patterson (1988)

直指家庭系统概念本身的问题, 认为家庭系统不

应只聚焦于个体层次, 主张将家庭系统扩展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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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家庭及其子系统和社区三个层次, 并基于此

提出了“FAAR 模型修订版” (A Revision of the 

FAAR Model)。该模型阐述了家庭系统用家庭能

力平衡家庭需求, 进而促进家庭适应的过程, 当

家庭需求持续远远超过其能力时, 家庭就会经历

危机。其中, 家庭意义在家庭需求与能力之间发

挥中介作用, 决定了风险的程度和家庭的适应能

力。该模型的理论贡献在于探讨了促进家庭系统

危机前后适应的因素, 以平衡板为隐喻, 详细描

述了家庭系统用“家庭能力”平衡“家庭需求”的具

体方式以及“家庭意义”的作用。然而这一模型仍

然无法很好地捕捉家庭需求和家庭能力这一动态

平衡过程的具体作用机制, 导致难以理解二者之

间的级联相关和动态相互作用。 

2.3.2  家庭抗逆力概念的拓展 

在家庭抗逆力概念拓展方面, Henry 等人、

Walsh、Shevell 和 Denov 三组学者均认为现有模

型将家庭抗逆力视为一种家庭的特征或者家庭积

极解决危机的结果是不准确的。Henry 等人(2015)

主张将家庭抗逆力定义为：家庭风险严重破坏持

续的家庭动态时, 多个层次家庭系统相互作用给

家庭提供保护的过程; Walsh (2016)认为家庭抗逆

力应定义为家庭作为一个功能单元应对危机的过

程, 且是一个与困难事件和家庭生活的特定阶段

相关的过程; Shevell和 Denov (2021)指出, 家庭抗

逆力是一个跨领域和时间应对危机的过程, 能通

过家庭、社区、国家和全球系统实现代际传承。 

基于上述家庭抗逆力概念的拓展, 三组学者

分别提出了三个理论模型, 在弥补先前理论模型

在从动态视角考察家庭抗逆力不足方面作出了贡

献。首先, Henry 等人(2015)提出了“家庭抗逆力理

论模型” (Family Resilience Model, FRM)。该模型

关注了多个生态系统间的动态相互作用, 在更广

泛的家庭互动模式中探讨了家庭抗逆力的产生过

程。核心观点是当压力源出现时, 家庭系统会通

过成员的相互作用构建资源以应对压力, 适应性

家庭情境意义系统会赋予家庭以凝聚力和坚韧不

拔等品质来应对挑战(如“我们在一起”), 消极家

庭情境意义系统(如“坏事总发生在我们身上”)会

使家庭在逆境中难以调动力量。 

其次, Walsh (2016)提出了“家庭抗逆力的多

层递阶模型”。该模型描述了家庭抗逆力在个人、

家庭、社区和更大生态系统内部和跨系统间运行

的动态递阶过程, 揭示了家庭抗逆力的关键过程

是通过信念系统、组织模式和沟通过程促进家庭

及其成员对逆境的适应。核心观点是当家庭面临

压力时, 对家庭组织的需求就会成倍增加, 如果

家庭拥有乐观的信念、超越和灵性等更大的价值

观体系、灵活的家庭组织模式且在沟通过程中发

送和接收清晰一致的信息 , 使用开放的情感表

达及协作解决问题的方法 , 将更有利于家庭压

力应对。 

再者, Shevell 和 Denov (2021)整合家庭、社

区、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抗逆力提出了“多维模型” 

(见图 2)。其核心观点是家庭、社区、国家、全球

是培养家庭抗逆力的嵌套环境, 也是抗逆力实现 

 

 
 

图 2  多维模型(资料来源：Shevell & Denov,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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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传递的载体, 家庭的适应和发展反映了家庭

内部与多个系统间的互动。该模型融合了一般系

统理论、生态学理论、发展系统理论、家庭系统

理论等理论的观点, 揭示了相互关联的微观和宏

观系统如何共同促进家庭抗逆力, 解决了目前对

家庭抗逆力概念理解的关键缺口, 即过度关注横

向和静态的特征, 而忽略了空间和时间维度。同

时, 该模型还包括跨代的时间维度, 以解释抗逆

力的双向代际传递, 使抗逆力能够跨代、国家甚

至全球共享或传递, 对于应对当今家庭面临的快

速社会变化和不确定性有重要意义。 

上述工作推动了家庭抗逆力理论内涵由静态

的特征→过程→动态变化的演变, 研究者更加关

注家庭抗逆力的动态性和发展性, 将家庭抗逆力

视为促进家庭积极适应的功能系统。研究的重点

是结合生态和发展视角探讨多个层面系统的保护

机制如何共同作用于家庭抗逆力的产生, 对家庭

抗逆力理论形成了重要补充, 促进了研究和治疗

向基于力量的方法的深刻转变, 并将干预主体从

个体扩展到家庭、社区甚至更广阔的生态系统 , 

对临床干预工作具有启发意义。但家庭抗逆力尚

缺乏清晰一致的定义, 家庭优势资源的具体内容

仍不明晰且存在文化相契性问题, 在不同文化背

景下应用时需深层次分析其适用性。 

3  家庭抗逆力理论在风险应对领域的
应用与价值 

3.1  家庭抗逆力理论的应用 

家庭抗逆力理论的迭代集中于精炼各种理论

成分, 以捕捉当压力事件发生时, 家庭会发生什

么以及家庭如何应对危机以恢复家庭功能, 对风

险应对研究领域意义深远。其早期应用集中于创

伤修复(如战争创伤)、家庭压力应对(如疾病、贫

困)等研究议题, 开启了将家庭抗逆力理论应用于

风险应对研究议题的先河, 之后出现在更丰富的

研究主题中, 常见的有慢性病照顾者负担的改善

(如 J. J. Chen et al., 2021)、失独家庭(如：刘敏, 熊

琼 , 2021)和残障家庭(如：姚进忠 , 2020)抗逆力

的生成、灾后复原力建设 (如 Pagorek-Eshel & 

Finklestein, 2019)、个人抗逆力提升(Y. Li et al., 

2018)、儿童和青少年风险应对(如 Arditti & Johnson, 

2022)等。近年来, 该理论也成为 COVID-19 应对

研究领域的重要解释机制(如 Walsh, 2020)。 

3.2  家庭抗逆力理论的价值 

如前所述, 家庭抗逆力理论对家庭风险应对

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对于该理论的独特价值、

科学性等方面的分析工作却十分少见。在此, 我

们拟立足于与风险应对领域其他理论的深入比较

分析、理论的科学性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 , 

以引发一些重要思考。 

第一, 相比风险应对领域常见的压力应对理

论和资源保存理论, 家庭抗逆力理论展现了更为

强劲的理论生命力。压力应对理论认为个体在面

对风险时更多依靠自身资源应对压力(Folkman & 

Lazarus, 1985);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风险及压力应

对是个体与情境之间的一种动态资源交换过程(廖

化化 等, 2022)。这两种理论更多强调个体层面的

风险及压力应对, 但孤立的个体无法有效应对整体

性风险。而家庭抗逆力理论强调以家庭为单位的

风险应对, 关注“家庭积极看待风险的意义”和“家

庭的优势资源”, 认为重大风险虽会给个体和家庭

带来危机, 但家庭具有帮助成员成功抵御风险的能

力(McCubbin & Patterson, 1983)。由此, 家庭抗逆

力理论在风险应对领域的独特价值便得以体现。 

第二, 在理论的科学性方面, 一系列临床实

践和实证研究都对其进行了验证。其一, 家庭抗

逆力理论在对逆境中个体和家庭临床干预方面的

成功实践, 推动了精神病理学发展。在对逆境中

个体干预方面, 家庭抗逆力理论改变了心理治疗

理论的“诊断”病理思想, 不再追问个体因何陷入

失败境地, 而是关注之前被忽视的积极因素和个

体成功摆脱逆境的过程 (姚进忠 , 邱思宇 , 2018; 

Walsh, 2016)。在对逆境中家庭干预方面, 家庭抗

逆力理论不再将家庭视为个体心理问题的根源 , 

认为没有任何事可以被早期生活“盖棺定论”, 人

一生中任何时段都可以发展出抗逆力 , 改变了

“原生家庭有罪”论, 并强调家庭作为一个功能单

元的抗逆力, 进而使家庭成员都能发挥各自潜能

及家庭整体优势 , 实现积极成长 (刘芳 , 2018; 

Lennon & Heaman, 2015)。其二, 一系列实证研究

表明, 家庭抗逆力理论已成为国家和社会、家庭

和个体层面“危机事件—适应能力”关系的重要解

释机制。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看, 干预家庭抗逆

力是有效应对风险的积极心理建设实践模式, 具

有重大战略意义。例如, 研究表明, 家庭抗逆力干

预注重家庭赋权, 在缓解 COVID-19 对家庭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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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基础上 , 缓解了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压力

(Eales et al., 2021; Walsh, 2020)。从家庭和个体层

面来看, 家庭抗逆力理论指导下的干预实践, 为

困境家庭应对风险提供了巨大韧性。例如, 研究

显示 , 提高家庭抗逆力能改善癌症 (Mao et al., 

2021)、痴呆(G. M. Kim et al., 2018)和儿童疾病

(Herbell et al., 2020)等慢性病家庭的现实困境。因

此, 临床实践和实证研究验证了家庭抗逆力理论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其不仅为个体心理健康发展

由问题干预模式向积极心理品质培育模式转变奠

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为针对困境家庭的干预靶点从

疾病治疗转向家庭优势资源挖掘提供了宝贵契机, 

还可以通过正向赋能提高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 

3.3  质疑与讨论 

如前所述, 家庭抗逆力理论近年来在我国风

险应对领域中的影响势头强劲, 研究议题不断丰

富、理论和实证研究逐渐增多, 其理论价值和实

践价值得以凸显。但却很少有人质疑该理论在我

国文化背景下应用的适用性问题。对此, 我们拟

围绕中西方家庭历史, 家庭资源的文化相契性两

个方面展开讨论。 

3.3.1  中西方家庭历史 

家庭抗逆力理论在其建立与发展完善过程中, 

始终未对“家庭”的历史进行细致考察, 而中西方

家庭历史存在明显差异, 这直接影响该理论的适

用性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家文化”是根基, 

最早形成于远古时期由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部落, 

经历了从黄帝时期国家式的部落联盟→奴隶制社

会的宗族大家庭→先秦时期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

分封制→两汉时期宗族组织与政权机构的结合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近现代大家庭到

小家庭的转型等漫长的演变历程。尤其西汉中期

确立了“三纲六纪”的社会伦理根本框架, “三纲者, 

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 谓诸

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 (陈立, 1994, 

p. 373)。由此, 家庭从历史的现实存在上升到国家

“宪法”的确认 , 成为中国人最核心的社会单元 , 

之后的两千多年一直沿袭这一传统。到现在, 虽

多元文化并存且不断碰撞, 但“孝亲敬祖”、“对家

庭的重视”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仍在延续甚至不

断加强(蔡华俭 等, 2020)。 

而在西方传统历史中, 家庭有其实在的存在

却又形同“虚位”。不论是从柏拉图的“人类生活最

理想的方式是一种没有婚姻, 没有家庭的集体生

活”到亚里士多德的“家庭只不过是一个自然阶

段”的哲学观点, 还是从“家庭在面对上帝与教会

之时只是形式上的存在 , 而其实质几近瓦解”到

“将对上帝的赞美转向对个体的人的歌颂”的现实

表现, 都说明了西方传统历史对家庭的忽视。近

现代以后, 弗洛伊德、涂尔干、海德格尔等虽开

始讨论家庭关系问题, 但关注点是在家庭与其成

员以及家庭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张力, 反而形成了

家庭与其他社会单元的断裂。因此, 正如我国学

者所言, “西方哲学史是一部没有家的历史” (张祥

龙, 2017, p.1)、“团体与个人, 在西洋俨然是两个

实体, 而家庭几若为虚位” (梁漱溟, 1987, p.43)。 

综上可以发现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对于家庭的

漠视, 他们更重视“教会”、“上帝”等的作用, 更多

把“个人”视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行为主体。而我

国社会以“家”为核心、“血缘”为纽带、“差序格局”

为秩序规范的文化传统在每个中国人心中占据核

心地位。而家庭抗逆力理论产生在一个没有家庭

历史的西方文化背景中, 不得不使人质疑其在我

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 

3.3.2  家庭资源的文化相契性问题 

家庭抗逆力理论模型中把家庭资源定义为家

庭在面临压力时抵御危机的能力 , 核心在家庭 , 

重点在家庭的力量, 但家的概念和结构中西有别, 

这必然会影响到压力应对。费孝通 (2007, pp. 

37−40)在《乡土中国》中指出, 我国的家是“扩大

了的家庭”——包含父母、已婚成年子女以及其他

亲属等, 且亲子关系大于夫妻关系; 而西方的家

是以夫妻为“主轴”, 子女是“配轴”, 夫妻关系大

于亲子关系。同时, 在我国, 人们认为家庭是抵御

风险的核心力量, 如有学者指出“周代以降, 中国

社会历经战乱, 社会经济形态、国家政权形式多

有变迁, 但构成中国社会基石的, 始终是由血缘

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组织——家族” (冯天瑜 等, 

2021, p.161); 但西方提倡个性独立解放, 人们并

不会终身依附家庭。因此, 不考察这一文化背景

就冒然应用该理论 , 不仅会增加理论的模糊性 , 

还会使其适用性遭受质疑。 

总体上, 虽已有证据为家庭抗逆力理论的价

值提供了支持, 但在讨论该理论在风险应对领域

的价值, 尤其是将其应用到我国家庭中时, 应注

意结合文化背景考察其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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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庭抗逆力理论在风险应对领域应
用面临的挑战 

家庭抗逆力理论自提出以来, 经多次发展与

拓展, 理论解释力不断提升, 在风险应对领域也

得到了较广泛应用, 但仍面临一些挑战。其中既

有来自元理论研究、方法学的挑战, 也有跨文化

和社会变迁带来的适应性问题的挑战。 

4.1  来自元理论研究的挑战 

元理论常见的研究问题是理论的概念是否严

谨清晰、构成是否科学合理以及适用范围和可验

证程度如何, 它可以把具体的研究问题放在一个

更广泛的整体框架中 , 整合一系列潜在的研究 , 

为理论的发展提供结构和方向(Evans & Stanovich, 

2013)。因此, 元理论研究从家庭抗逆力概念界定

的准确性和理论模型的整合两个方面挑战了家庭

抗逆力理论。 

4.1.1  概念界定尚存争议 

由于“家”概念的文化差异性, 故而家庭抗逆

力概念呈现出歧见迭出的局面。在众多论说中 , 

根据家庭抗逆力概念的不同使用模式, 研究者常

被划分为“特质论者”和“过程论者”两大阵营(李崇

新, 汪菊芬, 2018)。特质论者用这个术语来描述家

庭具有的一种特征; 而过程论者更多用它来解释家

庭和个人应对重大风险的过程(Hawley & DeHaan, 

1996)。虽各自都有值得推崇的地方, 却又分别局

限于一个角度, 不能深刻、全面地阐明家庭抗逆

力的具体内涵。前者重在研究特定风险或保护因

素的影响, 但对风险暴露的性质和程度、恢复的

过程及保护因素之间缺乏区分, 忽略了这些因素

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家庭抗逆力产生的动态发展过

程; 后者重在研究家庭抗逆力产生过程, 但对有

抗逆力的家庭与个人的分析存在混淆, 导致家庭

功能有时被概念化为抗逆力的结果, 而有时被视

为保护因素(Patterson, 2002)。 

此外, 家庭抗逆力的构建会受到逆境事件、

家庭系统和社会文化背景等的共同影响, 这一过

程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需要有明确且灵活而包

容的定义。然而, 几经争论变迁, 研究者在家庭抗

逆力概念上仍未达成共识, 但家庭抗逆力理论已

被临床工作者在不同理念思路下应用到了干预实

践, 这阻碍了不同亚群体间家庭抗逆力的比较(冯

跃, 杨蕾, 2018)。 

4.1.2  理论模型有待整合 

纵观家庭抗逆力既有研究, 研究者们使用的

理论模型各不相同 , 呈现出“各说各话”的局面 , 

使得针对某一群体家庭抗逆力的结构理解有限 , 

结论也缺乏推广性。例如, 研究者利用 FAAR 模

型发现了一些困境家庭抗逆力产生的关键是家庭

利用优势资源激发了应对能力(Pakenham et al., 

2005)。但有研究者质疑, 这些家庭仍然可能由于

遭受歧视以及缺乏优质资源每天承受着巨大压力, 

而只有整合 FRM 模型和多维模型中有关社区抗

逆力等内容, 研究社区和社会等提供的物质和情

感帮助, 何以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并增强他

们对家庭内部支持的感知, 进而影响家庭抗逆力

的产生过程, 才能加深研究者对处于特殊困境中

家庭抗逆力的理解(Mao et al., 2021)。因此, 这一

质疑也提醒研究者, 在将不同理论模型用于解释

逆境中家庭的风险应对时, 需采取更加整合、系

统的视角, 避免脱离实际。 

4.2  来自方法学的挑战 

方法学从研究对象、方法及评估工具三个方

面挑战了家庭抗逆力评估的准确性问题。 

4.2.1  研究对象的准确性 

家庭抗逆力研究的对象应是整个家庭, 但目

前大多研究评估的仍是单个家庭成员的看法, 而

不是家庭本身。比如, 研究者通常让家庭成员报

告其对其他成员、成员间关系或对整个家庭的看

法, 或让其回忆家庭是如何应对逆境的等来评估

家庭抗逆力(Chow et al., 2022)。这仍是收集个体

层面的数据, 进而将其外推到家庭层面。虽然这

些数据对研究问题有帮助, 但其对家庭抗逆力测

量准确性的贡献非常有限。如若回答问题者的看

法与其他成员不同, 便可能会产生偏差。而且家

庭抗逆力会受到家庭生活背景、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结构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

(Nadrowska et al., 2022)。因此, 如果将家庭抗逆

力概念化为家庭层面的变量, 其研究对象就必须

聚焦于家庭。 

4.2.2  研究方法的准确性 

目前家庭抗逆力的众多研究都是单个时间点

收集的静态数据, 侧重于研究风险和保护因素及

其与结果变量的关系 , 缺乏动态研究结果的证

据。家庭抗逆力的核心是家庭应对危机的过程 , 

其有效成分不在于变量本身, 而在于个体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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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风险时遵循的路径及产生抗逆力的过程

(Walsh, 2020)。单次评估时, 即使发现一个家庭的

抗逆力不足, 但这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家庭随时间

的推移所取得的进步, 或者这一刻可能只是他们

迈向更健康功能的“过山车旅程中”的低点(李崇

新, 汪菊芬, 2018)。因此, 一个家庭是否正在克服

困难, 朝着更好的功能水平发展 , 只能通过一段

时间内进行的多项评估判断。 

4.2.3  评估工具的准确性 

从测评工具上来看, 家庭抗逆力评估工具的

跨文化适用性尚不得知, 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很大

异质性。具体来说, 家庭抗逆力评定量表(FRAS)

最初是以美国人为被试开发的, 在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适用性需要检验(Chew & Haase, 2016)。我国

一些学者对该量表进行了翻译修订 , 如 FaRE-C 

(M. Li et al., 2022)、C-FRAS (Chu et al., 2022), 这

些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 但缺乏质性研究对条目

进行补充和纵向调查的应用。还有研究者针对自

闭症等特殊群体编制了评定量表(如 FRAS-ASD, 

Gardiner et al., 2019), 但这些量表大范围的临床

适用性尚待验证。目前, 家庭抗逆力的评估工具

仍在增多, 但不同工具适用对象的特殊性可能阻

碍其推广应用, 且研究者对家庭抗逆力概念理解

和操作定义不统一, 即使是对同一工具的翻译修

订, 问卷本身也存在较大差异, 阻碍了结果间的

比较分析(Zhou et al., 2020)。因此, 这一现状提醒

研究者需进一步制定科学的评估工具, 从而促进

家庭抗逆力理论构建与实践应用的融合。 

4.3  来自跨文化和社会变迁的挑战 

跨文化和社会变迁研究挑战的主要是家庭抗

逆力理论在我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问题。这一

挑战主要基于本土化的强烈呼吁及社会转型期家

庭代际关系的独特性两个方面。 

4.3.1  本土化的强烈呼吁 

多位研究者指出, 家庭抗逆力以家庭为基础, 

从研究对象到风险因素、应对策略及干预实践等

都深受文化影响, 在将家庭抗逆力理论引入到不

同文化背景中应用时需本土化(纪文晓, 2015; 姚进

忠, 2021; Basu et al., 2021; McCubbin & McCubbin, 

2013)。因此, 我国学者在使用该理论时需考虑以

下四个方面, 以增强模型适用性。 

其一, 研究对象的差异。西方学者在进行理

论构建和实证研究时, 研究对象多是白人、中产

阶级等, 这些样本只能代表各式家庭中很小的一

部分, 概括性有限, 因而不能直接推演到我国家

庭。其二, 风险因素的差异。来自不同种族和地

理位置的群体面临的风险因素可能存在差异, 但

目前的研究通常集中于高度个体主义的文化背景, 

对于有着更多集体主义价值观和集体创伤历史的

文化背景理解有限(Ali et al., 2021)。其三, 应对策

略的差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在面临逆境

时, 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来自个体主义文化

的个体倾向于接受独立的自我解释(即自治和分

离), 更加重视自我和独立 , 强调个人情感体验 ; 

而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个体倾向于接受相互依赖

的自我解释(如与他人联系), 更注重家庭承诺和

亲属关系, 更强调共生、相互依存、互利、内群

体和谐和凝聚力等(H. S. Kim et al., 2008)。创伤后

的成长可以在社区和社会层面上被感知, 集体压

力导致的群体成员身份有助于增加社区凝聚力和

集体效能感(Ali et al., 2021)。其四, 干预实践者的

差异。临床医生和研究者在进行家庭抗逆力评估

和干预时都会带上自己的预设, 这些预设又嵌入

到了不同文化背景中, 而不同文化熏陶下的个体

对家庭抗逆力的重视程度不同(姚进忠, 2021)。因

此, 不进行本土化将制约家庭抗逆力概念界定的

准确性和理论应用的精准度。 

总之, 西方的家庭抗逆力理论模型虽对我国

家庭风险应对有重要借鉴意义, 但应秉持去粗取

精的理念。虽然, 知识转移与全球共享是时代发

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熟知并借鉴西方学者提出的

理论有助于构建我国的理论体系。但我们在向西

方寻求真理进而构筑思想体系时, 不能忘却自己

的民族文化之“根”, 不能脱离我国的政治经济背

景和社会历史文化脉络(冯天瑜 等, 2021, p.919)。

这提醒我们家庭抗逆力研究必须对特定家庭的背

景敏感, 在对我国文化背景下家庭作出概括性推

论时需更加谨慎, 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理论, 还

要向外部世界提供我们的文化创造, 多从本土文

化的角度入手才能切中问题的要害。 

4.3.2  社会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的独特性 

如前所述, 虽然家庭抗逆力理论在解释我国

家庭的风险应对时具有一定解释力。但“转型期的

家庭代际关系的独特性”被有所忽略 , 这对家庭

抗逆力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新挑战。 

关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代际关系特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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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传统性保持观”, 认为

中国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保持着紧密的代际

团结, 父母的隔代照料是一种无限责任伦理; 二

是“个体化倾向观”, 认为中国家庭在代际关系方

面出现了明显个体化倾向, 子女的资源争夺意识

变强, 隔代照料被视为增加获得子代养老支持的

一种物质和精神交换(吴柳财, 2022)。而有研究发

现, 市场化转型给个体及家庭带来诸多变化, 但

中国“家庭主义”的内核依然未变, 这一点与西方

社会呈现出高度差异(金文龙, 2021)。因此, 将家

庭抗逆力理论应用到研究中国家庭时, 需考察社

会转型中家庭代际关系的特征, 才能增强该理论

的适用性。 

5  研究展望 

综上回顾与分析可以发现, 家庭抗逆力理论

区别于其他风险应对理论的三个要点是：它强调

引发风险的压力源不是简单的短期单一事件, 而

是过去历史和未来进程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注家

庭积极看待风险的意义; 注重家庭的优势、资源

和自我修复潜能。这三个要点与当前风险应对研

究中的三个重要发展趋势高度契合, 即探索风险

事件与心理适应的纵向动态变化(S. Chen et al., 

2022)、推崇家庭优势视角(Taylor & Conger, 2017)、

关注家庭力量和功能(Leeman et al., 2016)。因此, 

我们预测未来家庭抗逆力理论还将继续在风险应

对研究中保持活跃态势。 

但如前所述, 家庭抗逆力理论影响力不断扩

大的同时, 其实践应用也面临诸多挑战。基于此, 

我们拟提出以下三个研究方向, 供后续研究者参考。 

5.1  家庭抗逆力概念的明晰与模型的整合 

为回应元理论研究对家庭抗逆力理论在概念

模糊和理论松散方面的挑战, 未来亟待进行的两

方面工作是明晰概念与整合模型, 以提高概念的

准确性和理论的聚焦度与解释力。 

5.1.1  明晰概念 

基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 采用定性研究

方法明晰家庭抗逆力的内涵是未来研究值得探索

的一个方向。 

首先, 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 要明晰家庭抗

逆力的内涵, 就不能仅停留在从微观视角考察家

庭层面抗逆力的产生过程, 还要从宏观视角考察

社区、国家甚至全球等社会生态系统如何作用于

家庭抗逆力。其一, 生态系统理论和命运共同模

型均指出, 家庭的生态环境由家庭成员的不同经

历共同塑造, 而家庭成员的发展和变化轨迹又会

受到这一生态环境的影响(刘怡婷 等, 2022)。其

二, 实证研究表明, 应激中家庭的抗逆力提升不

仅需要重视家庭心理援助, 还需促进以家庭为单

位的外部资源提供, 提升社区抗逆力可促进家庭

抗逆力提升(同雪莉, 2020)。COVID-19 的发生也

再次表明 , 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 

构建国家和全球抗逆力极具迫切性。因此, 基于

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视角, 未来在家庭抗逆力概念

界定方面, 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将社区作

为切入点, 重新构建社区在家庭抗逆力理论体系

中的作用; 二是重点关注国家和全球等宏观层面

对家庭抗逆力的影响。 

其次, 定性研究是通过“后见之明”产生假设

的探索性研究, 有助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开展

研究, 可以深入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或行为 , 从

而定义重要概念(徐敬宏 , 张如坤 , 2022)。所以 , 

通过定性研究能够捕捉到个体成员对家庭动态的

看法, 了解危机事件发生时, 家庭会面临哪些类

型的挑战、如何应对以及与其他家庭相比, 经历

逆境后茁壮成长的家庭有哪些品质和特点, 有利

于准确界定家庭抗逆力概念, 但目前这方面的研

究还非常缺乏。因此, 未来研究的首要任务是采

用内容分析法、扎根理论、案例研究、民族志等

定性研究方法厘清家庭抗逆力的内涵, 为后续的

模型整合工作建立扎实基础。 

5.1.2  整合模型 

将家庭抗逆力理论与生态理论以及一些探讨

个体压力应对和复原力之间关系的理论整合, 有

益于深化对于家庭抗逆力产生过程的理解。其一, 

整合生态理论和家庭抗逆力理论, 有利于研究者

评估多重生态系统中的压力源和资源, 关注到每

个系统中抗逆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Walsh, 

2016)。其二, 整合个体抗逆力理论和家庭抗逆力

理论, 能使人们注意到面临逆境的个人和家庭之

间适应功能的变化, 探索对适应和恢复至关重要

的过程, 以加深对跨越系统层面的抗逆力过程的

理解(Masten & Monn, 2015)。目前以这些理论为

指引的实证研究方兴未艾, 但研究结果既有明显

重叠, 也有被忽视的领域。因此, 未来研究的一个

重要方向是在元理论视角下, 提出一种整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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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临床工作者能更细致地了解困境家庭的抗逆

力, 提高家庭的风险适应能力。 

5.2  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与评估体系的制定 

家庭抗逆力的研究焦点是逆境的积极应对 , 

它强调“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快照”, 而且家庭

抗逆力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评估工具方面

面临方法学的挑战。因此, 未来研究可通过混合

方法的使用和评估体系的制定, 促进家庭抗逆力

理论体系和实证研究的完善。 

5.2.1  使用混合研究方法 

提高家庭抗逆力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准确性 , 

既需横断研究明晰家庭抗逆力的特征及相关影响

因素 , 也需纵向研究了解家庭抗逆力的产生过

程。具体来说, 横断研究可在短时间内测得大量

家庭的抗逆力水平, 且有助于从统计上检验各种

因素对家庭抗逆力的相对贡献和潜在调节作用 , 

但这类研究无法确定家庭抗逆力随时间变化的轨

迹(S. Chen et al., 2022)。虽有一些文献考虑了家庭

抗逆力的动态发展, 但仍局限于个体生命周期内

的变化。实际上, 家庭成员关于抗逆力的记忆可

能会在下一代人身上延续(Shevell & Denov, 2021), 

而纵向研究可弥补这一不足。因此, 未来研究可

综合横断和纵向研究各自优势, 采用更多混合方

法提炼困境中家庭的抗逆力表征系统。对此, 可

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为每个家庭确定至少

三个时间点上特定变量的家庭轨迹：危机前、危

机时和危机后, 然后根据家庭对这一变量的作用

方式对家庭抗逆力情况分类, 逐步实现对家庭抗

逆力的动态评估; 二是进行跨代的长期纵向追踪, 

着重考察家庭抗逆力的传承性和延续性, 以揭示

家庭抗逆力的代际传递如何作用于家庭成员以及

抗逆力资源如何随着社会发展在社会系统内和社

会系统间复制和转移。 

5.2.2  制定评估指标体系 

近年来 , 家庭抗逆力评估工具虽不断丰富 , 

但工具的适用群体、稳定性和有效性有待检验 , 

缺乏关于不同逆境中最适合的家庭抗逆力量表。

虽然很多工具已经过多种心理测量学测试, 但具

有“强”和“中等”内容有效性证据水平的工具较少

(Zhou et al., 2020)。对此, 未来应制定科学的家庭

抗逆力评估体系, 并考虑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针

对不同年龄阶段群体、不同类型困境家庭编制专

项评估工具 , 以满足研究不同类型家庭的需要 ; 

第二, 以有无特定逆境为划分依据, 编制具有一

定普适性的综合评估工具, 以促进同类研究结果

的分析比较。 

5.3  家庭抗逆力理论的中国实践 

承前所述, “家庭抗逆力”是美国学者提出的

概念, 其理论所对应的现实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

下的西式小家庭, 很难完全适应我国集体主义文

化主导的, 注重血缘关系的传统家庭思想与西式

小家庭的实际并存的现实。但我国社会文化变迁

导致中国式大家庭正在向西式小家庭发展(张金

荣, 杨茜, 2014), 所以美国学者提出的“家庭抗逆

力”理论, 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近几年我国学者也

关注了相关现象 , 提出了一些概念 (如家庭凝聚

力), 但尚未系统深入地研究并构建相关理论。因

此, 国外的家庭抗逆力理论对于我国家庭抗逆力

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同时, 因西方人观念中的“家

庭”与中国人观念中的“家庭”差异较大, 在我国发

展家庭抗逆力理论时, 应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情况

延展。基于此, 未来家庭抗逆力理论的中国实践

需深入探索该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以及中国特色家

庭抗逆力理论体系的构建两个重要议题。 

5.3.1  强化家庭抗逆力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诚然, 家庭抗逆力理论产生在一个家庭形同

“虚位”的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之下, 但从其对家庭

的关注和中国家庭的发展模式以及中国家庭的现

实需求来看, 该理论对中国家庭的心理研究意义

重大, 强化该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是未来亟待深入

的一个研究方向。 

首先, 从家庭抗逆力理论对家庭的关注和中

国家庭的发展模式来看, 该理论在我国文化背景

下有必然的生命力与发展前景。其一, 该理论切

合中国重视家庭的伦理文化。一方面, 相较人类

其他文明, 中国文化尤其重视家庭, 其他社会团

体乃至社区与国家等都无法取代家庭在中国人心

中的地位(孙向晨, 2021)。另一方面, 家庭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基石、社会治理格局的基础和社会教

化的最小单位, 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 

例如“天下之本在国 , 国之本在家”、“积善之家 ,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等观点就是最

好的体现(陈延斌, 陈姝瑾, 2022)。其二, 社会转

型使得中国家庭在发展特征方面与西方家庭呈现

出一些相似性(张金荣, 杨茜, 2014)。因此, 家庭抗

逆力理论应用于我国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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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中国有着悠久的“家”的历史和实践经

验, 家庭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核心的单元和最

特殊的社会力量, 但缺乏“家”的理论研究 , 家庭

抗逆力理论可以给我们建立自己的“家”理论提供

一些启示。如“留守儿童”、“隔代照料” (金文龙, 

2021)、“慢性病照顾负担” (Chu et al., 2022)、“单

亲家庭”、“空巢家庭” (童辉杰, 宋丹, 2016)等问题

以及疫情冲击下家庭层面衍生的一系列其他问题

(同雪莉, 2020), 这些挑战使家庭风险应对能力提

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家庭抗逆力干预通

过唤起人们对过去成功经验和当前能力的关注 , 

将家庭的“情境评估”转向更乐观的方向, 促使家

庭对压力事件的反应更积极, 提高集体自我效能

感的同时提高了风险应对能力(Yan et al., 2021)。

此外,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当口, 许多哲学理论更

多将“家”作为一种否定性观念进行反思, 缺少肯

定性视角的全面思考, 而发挥“家”的力量才能有

“健全个体” (孙向晨, 2021)。因此, 家庭抗逆力理

论符合我国家庭实际。 

综上 , 家庭抗逆力理论虽是一个西方理论 , 

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未来

研究可由此入手, 探讨比较文化价值观对家庭抗

逆力的影响, 寻找中西方家庭抗逆力的异同之处, 

与西方既有成果进行跨文化比较, 以促进家庭抗

逆力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 

5.3.2  构建中国特色家庭抗逆力理论体系 

如前所述, 家庭既是一个社会概念, 同时也

是一个文化概念, 不同文化下的家庭所承载的社

会作用也不尽相同。这就提醒我们, 家庭抗逆力

理论的中国实践既不能不加思考地将西方某一理

论“奉为圭臬”直接照搬, 也不能“故步自封”过分

亲近本土文化而降低了对异文化的敏感度, 导致

对当下全球化和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衍生出的新

兴问题缺乏解释力。只有将中国的“家”实践经验

与西方理论有效结合, “西学中用”才能相得益彰, 

既促进该理论的发展, 也有益于中国家庭抗逆力

理论的建立。因此, 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

在本土化研究以增强家庭抗逆力理论普适性基础

上, 沿着“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 立足中

国实际, 解决中国问题”这一目标导向, 进一步构建

中国特色家庭抗逆力理论体系, 提升“理论自信”。 

在此, 我们拟重点讨论现有家庭抗逆力理论

可能忽视的“家庭情感”和“家庭规模”两个重要模

块, 以供后续研究者建构理论参考。 

(1)家庭情感。家庭抗逆力理论中一个重要模

块是“家庭情境意义系统”, 其内涵是家庭成员在

信仰、价值观等方面达成一致, 从而形成“合力”

并产生家庭抗逆力。 

然而, 这一“合力”在中西方文化背景之下存

在差异。在西方文化背景下, 这一“合力”很难形

成。崇尚自由与民主的西方国家最大限度地保护

了个人独特性, 即家庭成员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

与信仰, 达成一致的途径是一方妥协, 这较难实

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我国学者虽未以“家庭抗

逆力”这一概念或议题来表述家庭抵御危机的心

理功能, 但已对“家庭凝聚力” “家庭内部建设能

力” “家长亲职能力”等构成家庭情感的重要内容

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 这些都可以促进

“合力”的形成。例如, 有研究发现, 家庭凝聚力是

家庭成员间的一种情感联结, 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一种支持性力量和保护性因素, 能调节个体面临

威胁时所产生的不适应性情绪与行为、减缓负性

事件给个体造成的伤害 (江守峻 , 陈婉真 , 2017; 

林汉唐, 陈慧娟, 2016)。而家庭的财富、人力资本

以及家庭和睦、各尽其责、家族亲戚强有力的帮

扶等家庭内部建设能力, 可以促进家长亲职能力

的提高, 激发子代的内生动力, 帮助家庭摆脱困

境(傅安国 等, 2020)。这些成果无论是对该理论

的完善, 还是实践的灵活应用方面都极具意义。

因此, 从家庭情感角度来看, 这些都是构建中国

特色家庭抗逆力理论模型的切入点。 

(2)家庭规模。家庭抗逆力理论中另一个重要

模块是家庭资源, 但“家庭资源”的内容仍较为模

糊, 家庭规模这一重要因素并未触及。在此, 我们

拟加入这一因素, 作为家庭资源模块的补充, 以

增强这一理论的说服力。 

家庭资源的多少直接影响家庭抗逆力, 而家

庭资源由家庭成员获得 , 按照最一般性的“计算

法则”, 一个家庭的规模越大, 可能获得的家庭资

源越多, 但这受文化因素影响。在西方传统家庭

中, 分家制度是主要制度。在中国传统家庭中, 是

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视作个体立身于社会

的生存单元, 并将孝道文化作为家庭的基本伦理

规范。而孝道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是子女应延

续家族从而让家族规模兴旺, 如“百善孝为先”、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父母生之, 续莫大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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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华, 廖慧贞, 2022)。多生育子女、成立家族

体系等也成为帮助家庭获取更多资源的重要路径

(张祥龙, 2017, p.39)。如中国“多子多福”、“人多

力量大”、“族者, 何也？族者, 凑也, 聚也。谓恩

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 下至玄孙, 一家有吉, 百

家聚之, 合而为亲, 生相亲爱, 死相哀痛, 有会聚

之道, 故谓之族”等最朴素的生活哲理(陈立, 1994, 

pp.397−398)。虽然伴随社会变迁, 中国传统家庭

模式解体——从“亲子合爨”、“已婚兄弟不分家”、

“近亲属同居共食”等的大家庭向“直系家庭”、“空

巢家庭”等小家庭转型。但中国父母与成年子女之

间紧密的互助和互惠传统未变, 代际间的“和合”、

“共生”仍是幸福家庭的象征(刘汶蓉, 2016)。因此, 

从家庭资源来看, 在我国文化背景下, 家庭规模

也是家庭抗逆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构建理论模

型时应纳入。 

总之 , 家庭抗逆力理论是顺应时代的产物 , 

虽然不同文化背景下家庭所承载的社会作用并不

完全相同, 但不同文化下家庭的实质内涵却是一

致的。从家庭的实质内涵出发, 可以完善该理论

的普遍性, 针对不同文化对家庭的影响, 可以发

展家庭抗逆力理论的实践特殊性。该理论的普遍

性与特殊性提醒我们, 虽然全球化脚步不断加快, 

中华文化日渐纳入世界文化体系 , 直接承受着

“高势能”的外来工业文明的挑战, 历来的优胜地

位发生动摇, 但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有着雄健

的包容精神和消化能力的民族来说, 这也是文化

跃进的契机, 诚如王国维所言, “外界势力之影响

于学术”, 是刺激、促进学术革新的有力因素(冯天

瑜 等, 2021, p.918)。因此, 在心理学领域, 面对

西方多种理论, 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引介, 但就是

不发展自己理论的“怪圈”。尤其是“家文化”是我

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已延续千百年, 根植于此构

建出的家庭抗逆力理论体系才更有生命力和解释

力, 才更能体现东方哲学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也

只有秉持这样一种思想, 中国的心理学工作才能

走出百年学科进程中唯有输入之弊陋, 通过独立

思考中国智慧对心理学知识体系输出的责任与担

当, 进而提升在全球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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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resilience theory in the risk coping context:  
Evolution, value and challenge 

AN Yeqing, QI Shisan, ZENG Xiaoye, JIN Tonglin, CAO Chengxu 
(School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Key Research Base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n  

Inner Mongoli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amily resilience theo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widely applied theories in 

the field of risk coping. Based on family stress theory and family systems theory, family resilience theory 

was proposed as a new model of stress coping by McCubbin, a clinical psychologist studying risk coping. 

After several major revisions, the theory has developed from a static characteristics model into a dynamic 

change theory and formed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extensiv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In the early stage, 

family resilience theory was applied to topics such as trauma repair and stress coping. Later, it was applied 

to topics such as resilience. The theory has become a practical guide for clinical interventions. Since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theo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xplanatory mechanism for the “crisis- 

adaptation” relationship at four levels: state, society, family, and individual. Applying family resilience 

theory to risk coping research also faces challenges from several sources. For example, meta-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social chang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uild a family 

resilience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se challenges, such as clarifying concepts 

and integrating models, using mixed methods and developing assessment index systems, and promoting 

localization of theories. 

Keywords: family resilience, risk coping, family pressure, family crisis, family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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